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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遭薩摩藩出兵的琉球，為了追求本國的自主性，及避免觸發清日
間可能的體制衝突，自明清交替以來逐漸採取嚴格的隱蔽政策。中介於中日之

間的琉球，為了因應薩摩藩與江戶幕府的需求，不僅居中傳遞情報、商品、文

物、技術等，甚至中介雙方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同於情報、物品的傳遞，文化

交流更仰賴人際網絡，因而亦見清朝官員也參與其中，成為中琉日往來途徑的

重要元素。本文藉由 17世紀以來此一途徑的發展，考察琉球透過土通事、冊
封使節等官員所進行的清日文化交流事例，進而分析清朝官員於其中扮演的角

色，探討中琉日交流網絡的形成、內涵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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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547年1最後一次的勘合貿易結束後，歷經明清交替，至 1871年締

結中日修好條約為止，清日間的往來主要是透過華商前往長崎貿易，以及委

由華商、朝貢國送還漂流民（劉序楓，1999；荒野泰典，1988；劉序楓，

2002）。文化交流方面則有清朝商人居中協助購買書畫，延攬醫師、畫師等

清人赴日，或是具詩文繪畫能力的清朝商人與日人直接交流（大庭脩編著，

1967；馬成芬，2017；鶴田武良，1993）。

除此之外，琉球亦是清日文化交流的途徑之一。1609年琉球遭薩摩藩出

兵入侵成為其「附庸」，受到嚴厲監管，其後並被視為幕藩體制下的「異國」，

為了追求本國的自主性（渡邊美季，2018: 57），2以及避免觸發中日兩國對

外體制可能的衝突，琉球於明清交替期間逐漸採取嚴格的對日關係隱蔽政策

（渡邊美季，2012: 213–253）。3

琉球自明清交替期以來，為了因應薩摩藩與江戶幕府的需求，居中扮演

傳遞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的中介者，至清朝統治及清琉關係逐漸穩定、

日本對清朝的認識由具貶抑之意的「韃靼」轉變為「大清」後（劉序楓，

2018），薩摩藩與江戶幕府甚至企圖利用清琉間的封貢關係，和清朝展開文

化交流活動。

相較於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的傳遞，中介清日間的文化交流極有可

能暴露琉球與薩摩藩、江戶幕府間的往來關係。值得留意的是，於琉球中介

清日間的文化交流活動時，亦可見土通事、冊封使節等清朝官員予以協助，

顯示清日的文化交流並非單純地透過琉球中介，清朝官員亦是構成清—琉—

1  文中使用西元紀年及阿拉伯數字月日皆為陰曆。
2  琉球追求自主性之舉包括未經薩摩藩或江戶幕府的同意，先行應允清朝要求，直接將清漂
民送回清朝，事後以為了維持對清往來為由，迫使薩摩藩或江戶幕府追認（渡邊美季，

2018: 57）。
3  另據渡邊美季（2018: 56–57）指出，汪楫前往琉球冊封期間要求設立學校，甚至出資設立
關帝廟等，協助強化琉球「中國化」或「儒教化」的態度，是影響琉球積極展開嚴密隱蔽

政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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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化交流途徑中不可忽視的元素之一。

惟對此之相關研究多關注琉球的中介機能，如薩摩藩、江戶幕府經由琉

球取得中國書畫（真榮平房昭，2006；2001），或經由琉球傳入福州、杭州

的畫風等（黃立芸，2015；2013），甚至影響京都寫生畫的成立（平川信幸，

2019: 35）。透過琉球展開清日文化交流之相關研究，現僅見劉序楓介紹第六

代幕府將軍之侍講新井白石與清翰林院編修鄭任鑰交流之例（劉序楓，2018: 

119–120）。

有鑑於琉球中介清日文化交流，不同於情報或書籍、書畫等物品的傳

遞，更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關係，因此透過考察相關事例，將有助於掌握

參與其中的人員，了解其交流關係，進而具體建構交流網絡。此外，透過探

討、掌握此一交流網絡，亦有助於瞭解清日文化交流的多元面向。對此，本

文將透過 17世紀以來琉球途徑的發展，考察琉球透過土通事、冊封使節等

官員所進行的清日文化交流之例，分析清朝官員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

中琉日交流網絡的形成、內涵及其意義。

貳、17世紀以來中日琉交流途徑的演變

中日兩國除直接往來之時期以外，主要仰賴朝鮮、琉球等中介。1372年

琉球遣使明朝後，明朝因倭寇等問題對琉球採取優遇政策，琉球不僅因此開

啟其大交易時代，成為東亞海域的貿易轉運站，也因此成為中日間貿易、外

交交涉的中介者（曹永和，2000；赤嶺守，2004: 32–48）。至 16世紀末，琉

球即便失去了轉運地位，仍於朝鮮之役期間提供日本情報（沈玉慧，2007: 

162–169；鄭潔西，2010a: 64–67），甚至協助戰爭期間前往日本蒐集情報，遭

風漂抵薩摩藩的明朝間諜返國。4至 1609年琉球遭薩摩藩入侵後，其往來途

4  該名明朝間諜為史世用，其在琉球的協助下返回明朝後，亦提供豐臣秀吉要求琉球協助出兵
朝鮮，及琉薩間的路程等情報，該紀錄見於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2: 214–215），相關研究
參見增田勝機（1999: 7–64）、鄭潔西（2010b: 118–119）。此外，明清交替期間唐王亦曾透過
出身福建福清的周鶴芝前往薩摩藩乞師請援（黃宗羲，1993），足見薩摩藩與福建地區往來
密切。當時對於薩摩多以其發音記為「撒斯瑪」，加上漂抵九州南部的漂流民所提供的相關

訊息及走私貿易活動等，皆可能影響福建地區對於薩摩的認識和形象建構，此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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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發展主要受到薩琉、日琉關係及中國局勢變化之影響，大致可分為以下

幾個階段：

𡛼 1609～1640年代：1609年琉球遭薩摩藩入侵並受其監管後，初期薩

摩藩對琉球採取同化政策；然隨著琉球中介對明交涉失敗，明朝令琉球十年

後再貢（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2: 584），其統治方針則轉變為使琉球成為表

面「自主之國」（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4: 818–819）。薩

摩藩為了有效監管，並透過琉球掌握中國情報，陸續訂立各種遣使名目，如

國質使、通報使、年頭使、慶賀使、吊祭使、香典使、慰問使、謝恩使、捷

報使及仰上使等。5

隨著薩摩藩對琉球嚴密監管，琉球對薩摩藩的遣使亦逐漸確立，如 1622

年起幾乎每年派遣「年頭使」（深瀬公一郎，2004: 202）。此外，1634年 2月

起琉球於幕府將軍襲位、琉球國王即位之際派遣慶賀、謝恩使前往江戶（深

瀬公一郎，2004: 210–241），加上同年8月幕府將軍頒給薩摩藩的領知判物中

明記「薩摩、大隈兩國并日向國諸縣郡，都合六拾万五千石余目錄在別紙。

此外，琉球國拾貳万三千七百石事，全可有領知之狀如件」（鹿兒島縣歷史

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5: 444），即自 1609年薩摩藩出兵琉球後，亦於

琉球施行幕藩體制的檢地、納貢制度，透過幕府頒予薩摩藩的領知判物確認

了幕藩體制下，幕—薩—琉之序列關係。惟領知判物中雖明記琉球應繳納之

石高，但不同於各藩，不對琉球課徵軍役（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

館編，1985: 419–421；木土博成，2016: 529–533），琉球因而被視為幕藩體

制下的「異國」（高良倉吉，1987: 361, 365；紙屋敦之，1990: 18–45），琉薩

日之往來途徑亦因此逐漸確立。

5  有關琉球遣使至薩摩藩的紀錄主要見於《大和江御使者記》和《中山世譜．附卷》，其中年
頭使每年年初赴薩摩藩問候藩主島津氏後，即以在番親方之身分任職於薩摩藩之琉球館，

擔負與薩摩藩交涉的任務（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2: 584）。另根據深瀬公一郎（2004）一
文中的「上国使者一覧年表」，至 1640年為止，年頭使多於 1–2月出使，並多於同年秋冬
返回，1640年代起則多為 4–6月出使，隔年 9–11月返國。又《大和江御使者記》記載迅
速通報南明使節、冊封使節來琉、異國船隻漂抵琉球、薩摩藩藩主或琉球國王逝世等使者

為「飛腳使」，《中山世譜．附卷》則記為「為捷報……事」，因此稱作「捷報使」（飛腳使）。

詳細統計內容參見深瀬公一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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𥕛 1640～1670年代：1644年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清

軍入關，南明政權更迭。明清交替時期，琉球對南明勢力、清朝採取兩面外

交，因而成為薩摩藩、江戶幕府取得中國情報的重要途徑。如 1649年自清

朝返國的琉球使節，分別前往薩摩藩、江戶通報明清交替之事（球陽研究會

編，1972: 156–157）。6遣使薩摩通報中國情報的「通報使」便於此時制度化

（深瀬公一郎，2004: 204）。

𥐥 1670年代末以降：隨著明清交替的局勢逐漸明朗，琉球開始對清朝展

現忠誠之意，如三藩之亂期間遣使探問清朝安否（蔡溫，1972: 123），1680

年遣使清朝，積極與清朝建立封貢關係（蔡溫，1972: 124）。對此，清朝雖

得知琉球與反清勢力往來，然考量當時須有忠誠的朝貢國以強化政權之權威

與對外往來的穩定（渡邊美季，2012: 114–122），因而於 1682年命汪楫、林

麟焻出使琉球（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1986: 25），並首開先例特賜「中山世

土」之御筆匾額（汪楫，2000a: 865–866），且同意冊封使節返國後代為提出

的派遣官生入北京國子監就讀之請（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1986: 201–1），

此後琉球亦頻繁地派遣勤學前往福州，7清琉間的朝貢冊封關係確立。

加上前述琉球遣使薩摩藩和江戶幕府之舉亦陸續制度化，北京—福州—

琉球—薩摩—江戶之交流途徑確立，琉球即成了薩摩藩、江戶幕府取得清朝

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等的重要中介點。尤其自 1714年起主要擔任赴清

的正議大夫、都通事、在船都通事、存留通事等職的久米村人，亦開始出任

江戶使節，薩摩藩、江戶幕府便曾多次透過琉球取得清朝情報，如 1796、

1806年薩摩藩士和幕府儒官皆曾向琉球使節詢問出使中國之事（赤崎貞幹，

6  當時中國情報之紀錄收錄於林春勝、林信篤編（1958），相關研究參見上原兼善（1981）、
喜舍場一隆（1993: 571–608）、薛明（2014: 147–164）。值得留意的是，該次使節原為前往
慶賀福王即位，但出使任務完成後於福建出航返國之際，先後遭遇海盜襲擊及清軍攻入福

建，當時琉球使節敧髮拜見貝勒將軍博洛，而後再前往北京覲見康熙帝。其中「敧髮」之

「敧」為「欹」之異體字，據於 18世紀中編纂的琉球史書《球陽》的記載，「王右鬢上，有
瘤如角，常髻於右邊，以掩其瘤。及就王位，國人皆法之，皆結欹髻」（球陽研究會編，

1972: 156–157），「敧髮」應為琉球之髮髻。雖然之後可見琉薩幕對於如清朝要求琉球應施
以清俗，即薙髮一事進行議論，因此亦有自行薙髮拜謁貝勒將軍博洛、康熙帝之可能性，

但並無相關記載佐證。

7  據前田舟子（2014）之統計，清代琉球總計派遣約 280名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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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真榮平房昭，2007；紙屋敦之，2013；成島司直編，1806）。此外，積

極吸取本草學、醫學及蘭學等各種學問的薩摩藩第八代藩主島津重豪（1745–

1833），亦曾利用琉球遣使赴清的機會蒐取本草、藥草的相關知識（吳繼志，

2013；高津孝，2010: 27–41）。8可知隨著三方關係的穩定，清—琉—日之交

流途徑確立，經由琉球所傳遞的中國情報、知識、文物、技術等日趨多元。

參、18世紀琉球與清日文化交流之事例

如前所述，隨著清朝的統治穩定，日本對於清朝的認識也產生轉變，如

用來指稱清朝的語彙從明清交替時帶有貶抑之意的「韃靼」轉變為「大清」，

「韃靼」一詞則轉變為地理名詞，並出現崇尚清朝文化風俗之現象（劉序楓，

2018: 109–117），薩摩藩與江戶幕府因而出現透過琉球要求與清朝文人、官

員進行文化交流之舉。然此類要求不僅可能使琉球與薩摩藩、江戶幕府間的

往來檯面化，且對於實行嚴厲的日琉關係隱蔽政策的琉球而言，單憑自身之

力難以完成，須清朝官員給予協助。以下即透過兩則交流事例，一探協助琉

球的清朝官員之身分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一、新井白石與鄭任鑰
9

此係六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宣之侍講新井白石與清翰林院編修鄭任鑰的交

流事例，即新井白石的詩集《白石先生餘稿》中收錄了鄭任鑰〈白石先生詩

序〉。據同書中幕府儒官室鳩巢（1658–1734）10〈題清鄭任鑰所序白石餘稿〉

所述，此次的交流經緯為 1710年新井白石透過深見玄岱（1649–1722）11請託

8   該書為《質問本草》，刊行本之作者記為吳繼志，但吳氏乃架空之人物（吳繼志，2013: 
70），據推測作者為程順則、村田經𦩹、島袋憲紀、曾槃、吳俊藏等人（高津孝，2010: 
41）。

9   有關鄭任鑰的生平參見劉序楓（2018: 119–120）。
10   室鳩巢，字師禮，號鳩巢、滄浪，1711年獲新井白石推舉成為幕府儒官（室鳩巢，1991: 

2–11）。
11   深見玄岱，號天漪、婺山，字斗膽、子新，幼名梅松，後改元泰，中年至晚年改名為玄岱，
通稱新右衛門。出身於唐通事之家，師獨立性易、木下順庵，曾任第六代幕府將軍德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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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慶賀德川家宣襲將軍位的琉球使節將其詩集帶往北京，請人品評。12對

此，琉球透過朝貢的機會將詩集交給出任清朝引禮通官的土通事鄭恪齋13，

鄭恪齋則請其時任翰林院編修之姪鄭任鑰品評並作序。1714年琉球利用遣使

江戶的機會，將鄭任鑰之序文經由薩摩藩轉交給新井白石（新井白石，2014: 

147–152）。惟如前所述，近世琉球王國為了避免與日本的往來影響和清朝間

穩定的封貢關係，施行對日關係隱蔽政策，因此鄭任鑰所見之詩稿已刪除與

日本相關之內容，鄭任鑰因而誤以為該詩稿為琉球人之作品（劉序楓，2018: 

118–120）。

值得留意的是，此次交流可見清朝的土通事居中協助。土通事一職始於

明代，據萬曆七年（1579）冊封副使謝杰所述，每逢使節出使琉球即由福建

河口之人出任善夷語（琉球語言）之「土通事」，此外明初亦曾將福建河口之

人賜予琉球並擔任「夷通事」（琉球通事）（謝杰，1970: 270）。此後，因夷通

事利用出使的機會率人居留於福州形成琉球人聚落，導致負責其生活費用的

福州官府負擔漸重，供給不穩，造成琉球人不滿，進而引發暴力衝突事件（陳

文等，1966: 1114–1115）。而後隨著長住於福州的琉球人獲允入籍中國，並限

制居留於福建的琉球人數，問題獲得改善（劉吉等，1966: 2022），土通事與

夷通事之職亦更為明確地區分為冊封與進貢使節團之通譯官。成化年間土通

事正式稱為冠帶土通事，定額四名，職掌並細分為引禮通事（一名）與譯語

通事（三名），嘉靖二十五年（1546）革退一員，改為三人（高歧，1939: 14）。

明清交替期間，因土通事謝必振兩度前往琉球招諭，土通事乃成為清琉

交涉的中介要角，其採用制度亦逐漸確立。清代的土通事員額沿襲明制為三

名，其職掌主要包括：（1）琉球進貢船抵達福州後之譯問、查驗符文執照；（2）

引導琉球使節至柔遠驛並協助安排入住館舍；（3）監視柔遠驛內的琉球人有無

   宣時期之儒官。其中木下之門，包含室鳩巢、新井白石、雨森芳洲等人。推測新井白石應
是利用同門師兄弟的關係委託深見玄岱。深見玄岱的相關研究參見石村喜英（1973）。

12   深見玄岱與琉球間的往來現僅見其於 1715年曾為琉球人劉典禮留下一幅書法作品。
13   有關鄭恪齋之生平簡要紀錄現僅見於深見玄岱於《白石先生餘稿》之跋，其內容為：「恪
齋，姓鄭，名昴，字子頫，福州侯官縣人。」（新井白石，2014: 194–196）另據《歷代寶案》
記載，鄭昴曾於 1713年擔任通事（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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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違禁貨物，每月通過提舉司向按察使報告，及琉球使節離港返國前有無

違禁的搜檢作業；（4）伴送使節前往北京，協助參與朝貢儀禮；（5）引導琉球使

節參與宴席；（6）監督琉球館的進貢貿易；（7）隨同冊封使節赴琉，與協助各項

冊封儀禮；（8）琉球人漂抵中國時前往翻譯、製作供述書（高歧，1939: 23–

28；沖繩縣立圖書館編，2003: 287–288；西里喜行，1997: 63–67），以及出

任冊封使節出使琉球時，協助翻譯、冊封儀禮事宜的引禮通官等（徐葆光，

2000；李鼎元，1971: 150–152）。

如上所述，由於清琉關係有賴於土通事居中交涉，因此琉球私下亦積極

參與培育土通事，如提供「敷銀」之擔保金給土通事，給予土通事筆者「年

例銀」（年俸），土通事筆者甚至曾向琉球借貸「拜借銀」等（西里喜行，

1997: 60–63）。此外，土通事繼任時不僅須經由福防廳、布政使司、總督、

巡撫的層層考核及同僚土通事擔任本籍保證人，琉球使節、通事之意見亦會

影響土通事的任免，如嘉慶十六年（1811）土通事戴輝延誤使節上京時程，

琉球使節毛光國即奏報要求革退（沖繩縣立圖書館編，2003: 287–288）。14

綜上可見琉球與土通事間關係之密切。

值得留意的是，土通事的親族關係，亦是使琉球中介清日、清薩交流順

利的因素之一。除前述土通事鄭恪齋順利中介新井白石與鄭任鑰間的交流

外，土通事鄭任鐸15亦請求其曾任禮部郎中的叔父鄭晃16，為 1720年琉球的

謝恩副使程順則所編之《中山詩文集》作序（上里賢一編，1998: 41–47）。

鄭恪齋與鄭任鑰為叔姪，鄭晃與鄭任鐸亦為叔姪關係，而琉球冊封使節

的引禮通官多由擔任土通事的謝家、鄭家及馮家之三大家系出任，又主要採

14   據西里喜行（2002）一文指出，另可見在琉球存留通事的保證下，出任土通事之例，相關
紀錄見於沖繩縣立圖書館編（2003: 465–466）。以上有關明清時期土通事之內容主要參閱
前引西里喜行（1997；2002）兩文。

15   據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一「渡海兵役」之記載，其於 1719年出使琉球之引禮通官為
鄭任譯、馮西熊，其所記「鄭任譯」應為「鄭任鐸」之誤。

16   鄭晃，字二瞻，福建長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五十三年（1714）任禮部郎
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夢上疏表示，「學臣任滿之日，宜分別賢
否，以昭勸懲」，而鄭晃因聲名不佳，遭革職（法式善編，1997: 369；覺羅勒德洪等奉勅
修，1986: 726–1）。



18世紀經由琉球途徑的清日文化交流 89

父子相傳的世襲之制（西里喜行，2002: 32–33）。據此推測，1713年曾出任土

通事的鄭恪齋（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3: 300）與 1719–1741年間任土通事

的鄭任鐸（西里喜行，2002: 32）17應屬同一家系，且極可能是父子，因此鄭

任鑰與鄭任鐸應有親屬關係。此一親族關係亦與下文中徐葆光和木村探元間

的交流相關。

二、徐葆光與木村探元

徐葆光，字亮直，號澂齋或澄齋，出身江南蘇州府長洲縣，1712年於

科舉殿試中以一甲第三名探花的優異成績，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岩井茂

樹，1999；曾煥棋，2005: 127–161；童宏民，2014: 25–30）。1719年獲任命

為琉球冊封副使，同年 5月與正使海寶自福州出發，6月抵達那霸，結束冊

封儀禮後因等待回航季風，至隔年 2月始返航。徐葆光停留琉球期間與琉球

的官吏、文人多有交遊，留下許多詩文作品（徐葆光，2006；2007）。返國

後徐葆光據其於冊封期間對琉球的觀察與蒐得之琉球文獻等，著作《中山傳

信錄》一書，並留有《琉球國貢全圖》圖冊（李湜，2005；劉若芳，2007；

孫欲容，2016）。

木村探元（1679–1767）為江戶中期薩摩藩狩野派畫師之代表，同時也

是薩摩藩的御用畫師（坂田長愛編，1926；井上良吉，年份不明：82–90；

井上良吉編，1915: 46–56；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09–115；高津孝

編，2014）。17歲時其繪畫長才已受到矚目，1703年，時年 25歲的木村探

元前往江戶，入狩野探幽之子，同時也是結合大和畫與漢畫，開創新江戶狩

野派式樣的畫師狩野探信（守政，1653–1718）的門下（永田雄次郎、山西健

夫，1998: 113–114）。木村探元修業兩年即返回故鄉，投身鹿兒島城本丸（城

墎中最重要的建築主體）的圖繪工作（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14–

116），因其有功，受薩摩藩第四代藩主島津吉貴（1675–1747）之命剃髮，並

17   另西里喜行（2002）一文中推測鄭任鐸任職土通事之期間為 1726–1741年，然據沖繩縣立
圖書館編（1993: 569），1725年即可見鄭任鐸任職土通事之紀錄，且如註 15所述，鄭任
鐸曾於 1719年出任冊封使節徐葆光之引禮通官，因此其任職期間可再上推至 17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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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探元一名，18從此確立了木村探元於薩摩藩的畫師地位。

徐葆光和木村探元的交流為徐葆光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題贊（圖 1）。木

村探元自畫像是一幅絹本墨畫淡彩，畫旁有「淨德堂法淨居士自寫行樂圖」

之落款與朱文圓印「山水生中厓貳笑」之落款章。「淨德堂」為木村探元修習

禪學時所獲之號（坂田長愛編，1926: 13–14），木村探元的其他作品中雖未

見同樣或相似的落款，但此後之作品中則常見「淨德堂」、「淨德堂法淨」、

「淨德堂主人」、「竫德堂」等落款章。19「山水生中厓貳笑」之落款章除了此

幅自畫像以外，目前僅見於「老子之圖」（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1987: 30）。

據自畫像上方徐葆光畫贊的落款記為「康熙庚子十月題於燕邸」，推測此

幅畫應繪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前，即木村探元 40歲左右時之作品。20

徐葆光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的題贊為：

法淨居士，探元姓平。早通物理，馳譽丹青。澹泊寧靜，幽居寄

情。筆墨自怡，外無所營。年近知命，禪性日瑩。誰歟媲美，輞

川右丞。我思其人，如在蓬瀛。

詩中主要讚揚木村探元早通事理且早已享譽盛名，卻淡泊名利，寄情於筆

墨；年近五十知命，禪性日增，無人可與之媲美，此如同年輕時居於陝西省

輞川莊的尚書右丞王維，更稱頌木村探元就如同是身在仙境蓬瀛的仙人（山

下廣幸，2003: 9）。

如前所述，自畫像旁的落款為「淨德堂法淨居士自寫行樂圖」，因此可以

確定詩中的「法淨居士」指的正是木村探元。「探元姓平」則是因木村探元的

先祖為鎌倉幕府最後一任執權北條高時之弟北條泰家，執權北條氏之始祖可

追溯至桓武平氏（坂田長愛編，1926: 1；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10–

18   探元一名似源自師探信或探幽。另改名之時間似在前往江戶之時，但仍待商榷（永田雄次
郎、山西健夫，1998: 116–117）。

19   見「堯舜之圖」、「蘇東坡圖」、「群鶴圖」、「雲龍圖」、「鍾馗圖」、「天女富士圖」、「雪景山
水」等，以上各圖收錄於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1987: 32, 39, 41, 88, 93, 95, 103。

20   此幅自畫像除了木村探元自筆版以外，另有下河邊行廉、小松甲川分別於 1856年、1932
年摹寫之兩摹寫本，相關研究參見山下廣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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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木村探元繪，「自画像」，

徐葆光題贊。

來源： 木村探元，年份不明。
作者 2018年攝於鹿兒
島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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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故有此描述。另外，木村探元其他畫作中亦可見「薩陽侯司譜官平盛

用作」、「平氏木村探元貳字紹」等落款與落款章。21擅筆墨、習禪學也與木

村探元之經歷相同（坂田長愛編，1926: 13–14），惟年約四十的木村探元與

徐葆光所述「年近知命」稍有落差。

前文提及，遭薩摩藩入侵，受其嚴密監管，並成為幕藩體制「異國」的

琉球，為了避免與清朝間的封貢關係受到影響，故自清朝開海，大量商船前

往長崎進行貿易後，即逐步採取嚴密的對日關係隱蔽政策。惟冊封使徐葆光

於木村探元的自畫像上題贊，此舉極可能暴露琉日、琉薩關係，那麼徐葆光

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基於何種考量題贊？推測應與徐葆光、程順則、木村

探元三人間的交遊有關。

程順則，字寵文，久米村人，1683年以勤學的身分前往福州留學四年，

1689、1696、1706、1719年分別以接貢存留通事、北京大通事、進貢副使

正議大夫、謝恩使紫金大夫之身分前往清朝，亦於 1714年出任掌翰使一職，

隨同慶賀七代將軍家繼襲位的琉球慶賀使節團前往江戶，且於 1719年出任

久米村最高官職—久米村總役（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46–

547）。

程順則與木村探元間的交遊始於 1714–1715年程順則出使江戶期間。

1713年因幕府將軍襲位、尚敬王即位，琉球派遣以與那城王子和金武王子為

首的慶賀、謝恩使節前往江戶，使節團於 1714年 5月 26日自那霸出發，同

月 30日抵達薩摩藩山川港，8月 11日朝見薩摩藩主島津吉貴，9月 9日自薩

摩出發前往江戶，10月 27日抵大阪，11月 26日到達江戶，至 12月 21日

離開江戶為止，曾先後三度進江戶城進獻琉球國王書翰並拜領德川將軍之回

覆書翰與賜物，期間並前往參拜祭祀德川家康的東照宮。使節一行人於 1715

年 2月 21日回到薩摩，3月 18日自山川出發返國，3月 24日抵達那霸（那

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47）。

出使期間程順則謁大雄山東照宮時，住持曾出示木村探元所繪之「雪堂

21   見於「風竹圖」（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1987: 41）、「鞅修復之圖」（永田雄次郎、山西健
夫，199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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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遊草圖」，程順則鑑賞後稱木村探元之畫有唐李營丘之風、通神佳手（坂田

長愛編，1926: 10）。《雪堂燕遊草》為程順則於 1696年出任北京大通事前往

中國，往返福州與北京時歌詠名勝的漢詩集，現存有 1714年奎文館主人瀬

尾源兵衛之新刻版。推測是木村探元閱覽了在日流傳的《雪堂燕遊草》後，

繪製「雪堂燕遊草圖」。可惜該圖佚失，目前僅見傳錄於《島津國史》、《名

護親方程順則資料集》中，程順則於該圖題贊之經緯：

甲午永夏，予隨星槎抵薩州，從故事虔謁大雄山，拜東照宮。

禮訖則見住持僧正公，僧正欵待遠人，欣然而出平氏探元所畫之

雪堂燕遊草圖示予，且命題筆。予受而展閱其畫圖。氣韻瀟洒，

覺有李營丘之風，殆是所謂通神佳手者歟。予恐將下里巴人語褻

瀆妙畫，見笑大方，為固辭焉。僧正曰：「滄海萬里，朔南相隔，

子今奉使至扶桑，親獲勝會，豈非奇緣耶。吾求子之題筆，惟欲

記奇緣而已。」於斯不能，方命而題之。

越月，東籬濃豔，金英方郁時，我太守公率中山王使赴江都，僧

正亦同道入洛。在途中以燕遊圖呈覽太守公，公一見而大喜，則

傳教令使探元再畫之，予亦奉令為題焉。竊思以予之覆瓿噴飰之

物，備黃堂清玩，雖可深愧，亦是千載一時，誠為予之榮光者

也，故將題畫始末並記於此。

時正德五年歲次乙未三月上巳日

琉球國中山王府慶賀典翰史程順則書於薩陽驛樓

（坂田長愛編，1926: 10–11）

據上所述，程順則於前往江戶途中閱覽了「雪堂燕遊草圖」，當時東照宮住

持要求程順則於畫上題贊，然程順則以自己為通俗之人，題贊恐褻瀆畫作為

由婉拒。隨後琉球使節一行前往江戶途中，住持將「雪堂燕遊草圖」呈覽予

薩摩藩主島津吉貴。島津吉貴見後，即令木村探元再繪製一幅「雪堂燕遊草

圖」，並要求程順則於畫上題贊。

此外，1714年 12月琉球使節踏上歸途，於隔年 1月抵達草津驛時，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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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攝政、太政大臣之近衛家熙前往草津驛並請求程順則作詩文22（那霸市企

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4），又出示木村探元所繪之「中山花鳥圖」，要

求程順則於圖上題贊。23

以上主要為程順則於木村探元之畫作上題贊的間接交流，兩人直接交遊

的契機則須等到程順則至京都伏見時，島津吉貴令程順則回到薩摩後暫留一

段時日，以便木村探元為其作畫，並要求程順則於畫上題贊以備清玩。1715

年 2月程順則抵達鹿兒島後，其他使節皆陸續返航，程順則獨留鹿兒島由木

村探元為之作畫，至 3月 15日程順則始乘回航船隻，18日自山川啟航，24

日返抵那霸（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24

徐葆光與程順則兩人之交遊則始於徐葆光出使琉球期間。1718年 6月，

以海寶、徐葆光為首的冊封使節團抵達琉球後，身為久米村總役，擔任接待

冊封使節總負責人的程順則前往天使館拜訪徐葆光。對此，徐葆光留下了以

下的詩作：

陪臣朔望至館起居贈紫金大夫程順則字寵文，工詩，前充貢使。至

京，有《燕臺集》。

海外初逢有故情，當年軄貢日邊行。舊遊曾賦皇居壯，朝士猶傳

白雪聲。異域相親惟使日，重溟難隔是詩名。紫巾鶴髮來迎客，

衆裏知君心已傾。（徐葆光，2006: 199） 

據《程氏家譜》記載，徐葆光前往琉球之前，透過知曉琉球之事的侍講鄭任

鑰得知程順則為中山第一人才，並且指出程順則出任朝貢使節時，即已展現

優異的詩文能力。25也因此詩中第一句便表示，雖是初次相逢，卻有遭逢故

22   分別為〈寄贈物外樓隱君子四首〉、〈物外樓記〉，其中〈物外樓記〉和當時致贈的「孔林
楷杯」現藏於京都陽明文庫。

23   除了獻給近衛家的「中山花鳥圖」以外，木村探元另繪製一份獻給島津家，但兩原本今皆
不存，現存有五摹本，相關研究見柴田光彥（2007）及近藤壯（2000；2006）。

24   此畫見於「チャイナタウン展：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史：博多．那覇．長崎．横浜．神戸｣
實行委員會編，2003: 40。

25   　「戊戌之秋，余奉使中山，將出都，侯官鄭侍講任鑰送余。鄭素熟中山事，余問中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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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感，同時提到程順則出使時曾經遊歷皇城，並留下優美的詩句。徐葆光

在詩中接著表示，雖然大海阻隔，但無阻其盛名，此行得以相見，甚感歡喜。

而後，又因程順則致贈盆松，徐葆光再作〈紫金大夫程順則送盆松報謝

一首〉，以示感謝之意（徐葆光，2006: 228）。惟此次的冊封使節團因攜帶過

多貨物，以致無法順利銷貨，引發「評價事件」，後經由蔡溫居中協調，事件

始落幕（楊仲揆，1993）。此事亦影響到徐葆光與程順則兩人之交流，即：

既至中山，與大夫相識甚讙。後人役輩方以貨市事溷，大夫深避

不出，蹤跡遂疎。（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

由於冊封使節團於琉球期間的貿易活動「評價貿易」，亦是久米村總役程順

則負責的職務之一，程順則因評價事件避而不出，與徐葆光之間的交遊也因

此疏遠。然徐葆光回國時仍可見程順則贈詩相送：

奉送　徐太史澂齋還朝

春風回暖送君旋，一點雲颿入遠煙。萬里簡書歸闕下，半江彩鷁

到門前。張騫槎自天邊轉，蘇軾文從海外傳。莫道歸裝無長物，

盡收景物入詩篇。

紫金大夫程順則　拜具

（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4）

詩中未見離別的哀傷之情，因程順則被任命為謝恩副使，隨冊封使節團一同

前往清朝。謝恩使節一行人於 1720年 3月抵達福州柔遠驛後，隔月出發前

往北京，至 8月始抵北京展開謝恩事宜，10月離開北京，1721年 2月抵達

福州柔遠驛，6月 7日自五虎門啟航返國，同月 11日抵達那霸（那霸市企

   侍講首以大夫程君順則寵文先生為對，且云：大夫前充貢使，入都，工詩文，善著作。（下
略）」（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徐葆光稱鄭任鑰「素熟中山事」，此應是
基於前述鄭任鑰與土通事鄭恪齋、鄭任鐸間的親族關係，使其得以熟知琉球之事。



9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49）。

惟程順則停留北京期間公務繁重，加上清朝對外國使節進行嚴密的管

制，無法擅自離開館舍（沈玉慧，2011: 162–165），直至完成謝恩公務後離開

北京前，程順則以上京途中購於天津的「朱文公墨寶」軸，向徐葆光求跋，

兩人始於北京再度展開交流：

（前略）入貢至京，又格於例，閉館中不遣出，雖日望足音杳然。

冬仲將行，始遣通事鄭君持尺卷來，乃朱子大字書也。上有前使

林莆田舍人題額，後見鄭侍講跋語。蟲粉剝蝕，萬里之行，尚以

自隨，知之其嗜好於此深矣。朱子大字書學曹操，奸雄磊落之

概，忽為正氣明性之人摹寫發揮，崚嶒特兀，溢乎行墨，氣象迥

別，此古人善於脫化處也。大夫素馴謹，性情恬適，而乃寶此其

所以取之者，必有在己，遂題數語歸之。侍講方視學江南，大夫

水驛所由，儻中途邂逅，尚其以鄙言示之，不知其有當乎未也。

康熙庚子十月望日跋於燕京邸舍　長洲徐葆光

（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

另因隔日程順則準備離京返國，徐葆光亦題〈送琉球謝　封使紫金大夫程順

則歸國十首〉，詩中稱揚程順則是琉球第一人才，其所作之詩不遜於東國朝

鮮，並記程順則朝貢之際前往省父親墓之事，著有《燕遊集》、學記（〈廟學

記略〉）、官表（《琉球國中山王府官制》），兼記琉球針路、怡山院行禮、久米

村有兩天妃宮、琉球官生入北京國子監就讀，以及程順則於北京參加謝恩儀

禮等事，最後是前往琉球冊封時遊歷各地之往事（徐葆光，2006: 300–302）。26

徐葆光在木村探元自畫像上的落款為「康熙庚子十月題於燕邸」，徐葆

光題贈予程順則的〈朱文公墨寶跋〉落款為「康熙庚子十月望日跋於燕京邸

26   徐葆光與程順則兩人之情誼並未因程順則返國而劃下句點，如徐葆光曾於 1734年 3月提
筆寫下程順則之居所「立雪堂」三字（平川信幸等編，2008: 180），惜程順則於同年 12月
過世，且目前未見程順則對於徐葆光之題字留下的相關描述，因此無從得知徐葆光之題字

是否順利地交付至程順則手中，但由此仍足見兩人情誼之深厚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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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地點同樣是徐葆光於北京之宅邸，時間皆為康熙庚子（1720）10月，

程順則極有可能利用與徐葆光的交遊關係，在向徐葆光求跋時，同時要求其

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題贊。27

肆、清琉日文化交流途徑的形成

透過以上的交流事例可知，清琉日間的交流途徑隨著東亞局勢與清琉日

關係的變化，逐漸建構成形。即 1609年琉球遭薩摩藩入侵並受其直接統治

後，初期薩摩藩對琉球採取同化政策，然隨著透過琉球中介對明交涉失敗，

薩摩藩的統治方針轉變為禁止琉球人使用日本名，使琉球成為表面的「自主

之國」，另一方面則透過訂立各項遣使名目，以有效監管琉球，琉球因而一年

遣使薩摩藩數次，琉薩間的往來途徑確立。此外，自 1634年起琉球於幕府將

軍襲位、琉球國王即位之際派遣慶賀、謝恩使前往江戶，同年亦成為幕藩體

制中的「異國」，至 1850年為止遣使江戶 18次，往來途徑因此延伸至江戶

幕府，琉薩日間的交流途徑也就逐漸成形確立。

明清交替期間，因琉球同時與南明、三藩、清朝等各方勢力往來，薩摩

藩與江戶幕府即仰賴琉球取得中國情報。琉球為了避免與清朝及反清勢力的

兩面外交，影響和清朝間的朝貢冊封關係，因而積極地對清朝展現忠誠之意。

與此同時，清朝亦須有忠誠的朝貢國以強化政權之權威和對外往來之穩定，

故面對琉球的請封，清朝即派遣汪楫、林麟焻出使琉球，並首開先例特賜御

筆匾額，清琉間的朝貢冊封關係乃逐漸穩定。之後隨著接貢船制度的確立（蔡

溫，1972: 123–124；冨田千夏，2014）、派遣勤學至福州等，北京—福州—

琉球的往來途徑確立，加上前述琉薩日間的交流，琉球居中扮演關鍵中介的

北京—福州—琉球—薩摩—江戶之交流途徑確立，成為薩摩藩、江戶幕府取

得清朝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等的重要中介管道。此時亦可見 1663–1695

27   除了中介徐葆光與木村探元間的交流活動以外，另可見薩摩藩士相良玉山透過程順則取得
福州文人王登瀛之序文（池田溫，2002），以及近衛家熙透過程順則取得王登瀛字畫作品
之紀錄（綠川明憲，2011: 43），此將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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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任負責琉球與異國相關事務的薩摩藩勝手方家老新納久了（1619–1695）

（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9: 499；林匡，2015: 30）利用

職務之便，於冊封使節汪楫出使琉球期間，委人將其書法作品交由汪氏品評

題詩。28

如前所述，隨著清琉薩日關係及清朝的統治趨於穩定，江戶幕府亦開始

崇尚清朝之文化風俗，因而可見新井白石透過琉球使節將其詩集帶往北京，

請人品評的文化交流之舉。其中自 1714年起久米村人開始出任江戶使節，

亦負責接待冊封使節、出任朝貢使節，故得以與清朝使節、隨員、官吏等交

遊往來。此亦是先後出任掌翰使而與木村探元建立交遊關係，接待冊封使節

徐葆光，並以謝恩使之姿前往清朝的程順則，得以促成徐葆光於木村探元自

畫像上題贊的重要背景。

值得留意的是，清琉薩日間的文化交流，除了仰賴琉球中介之外，清朝

的土通事亦於其中扮演不可忽視的中介角色，例如在土通事鄭恪齋的中介

下，成功地促成新井白石與鄭任鑰的交流。鄭任鑰與鄭恪齋、鄭晃與鄭任鐸

的親族關係不僅促成了琉球使節程順則與京官鄭晃間的交遊，土通事與琉球

間的緊密關係亦成為冊封使節出使前取得琉球情報的途徑。

透過琉球中介的清日往來雖為間接交流，然藉由土通事的親族關係及與

冊封使節的交遊往來，促成了日、薩與清朝京官間的交流活動，為清日提供

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渠徑。

伍、結語

本文透過分析清日間之交流事例，考察清琉日交遊網絡建立的背景及其

過程，可知薩摩藩為了強化對琉球的統治，訂立多項遣使名目，進而建立起

28   　〈題籐（藤）原新納久了先生草書長卷〉：「戲烏騰猿論久虛，秋蛇春蚓意何如。山風乍定
海雲碎，挍出籐（藤）原處士書。」（汪楫，2006: 65）另，據收錄於《新薩藩叢書》中之
〈称名墓志〉、〈人物傳備考附錄〉記載，新納久了精通性理之說，師小幡勘兵衛景憲（《新
薩藩叢書》中記為「小畑勘兵衛景憲」，應為讀音相同之誤記）之甲州流軍學流派，創薩

摩藩甲州流，亦能賦詩，並擅草隸（新薩藩叢書刊行會編，1971: 33,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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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琉間的往來途徑。1634年起琉球於幕府將軍襲位、琉球國王即位之際派遣

慶賀、謝恩使前往江戶，並於同年被視為幕藩體制中的「異國」，中琉日間的

往來途徑逐漸成形。歷經明清交替，琉球蒐集、傳遞中國情報的機能強化，

隨著清琉關係穩定，接貢、派遣官生、勤學等制度亦一一建立，加上 1714年

起久米村人開始出任江戶使節，透過琉球中介的北京—福州—琉球—薩摩—

江戶的交流途徑於是確立。

此外，透過分析清日交流事例具體掌握參與其中的人員，可知清琉日間

的交流網絡，除了琉球以外，清朝的土通事、與土通事具親族關係的京官，

以及冊封使節皆是清琉日交遊網絡中的一員。加上琉球出資參與培養土通

事，甚至影響土通事之任免，可知琉球與土通事之間關係緊密。面對來自江

戶幕府之幕臣新井白石欲與清朝文人進行文化交流之要求時，為了避免暴露

與江戶幕府、薩摩藩間的關係，琉球即在土通事的協助下，透過親族關係來

因應，顯示土通事的親族關係也成為冊封使節出使前取得琉球情報的途徑之

一。由此可知，土通事及其親族關係乃是串聯清琉日交流不可忽視的重要因

素。

另值得留意的是，此一交流途徑中的冊封使節，不僅是參與其中的交流

者，同時也是國家代理人、外交現場的第一線人員，其對日交流活動的因應

和態度，亦一定程度地反映清朝的對日政策。如汪楫出使前曾請示康熙皇帝，

若在冊封期間，遇有日本等海外諸國欲向清朝朝貢時，該如何因應？康熙帝

指示，若有此一情況，當向禮部報告並待協議後的結果（庫勒納等奉敕撰，

2009: 6077–6080）。然汪楫和林麟焻返國後，對於出使期間曾與實為倭人的

七島郡司會面（汪楫，2000b: 12），及汪楫對薩摩藩家老新納久了的書法品

評作詩等事，均未奏報，僅代琉球奏請允陪臣子弟入國子監就讀（覺羅勒德

洪等奉勅修，1986: 201–1）。29

此外，如綜合考量清朝仰賴透過對日貿易取得鑄造貨幣的洋銅，並藉此

確保稅收（陳國棟，2005: 264–274），30加上清朝曾於 1718年第三度出兵

29   曾任琉球冊封副使的李鼎元與朝鮮隨員柳得恭談及琉日關係時，亦曾提及琉球極為隱諱臣
屬日本之事（柳得恭，2001: 204）。

30  此外，劉序楓（1999: 305–306）亦指出對日貿易的主要口岸乍浦佔浙海關稅收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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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噶爾前施行南洋海禁，以避免陷入西北與東亞海域腹背受敵的險境（柳澤

明，1999: 79–80），可見清朝或基於財政、整體疆域之安全、對外往來和平之

穩定等各項考量，至 19世紀中後期為止，未因日本曾要求華商私載醫師、退

役武將赴日及日琉關係，對日琉採取積極的因應措施（沈玉慧，2018: 160–

170）。然清日之間仍可能因商貿、文化交流等活動，觸發衝突或齟齬，此時

恐須由商貿、交流現場第一線的商人、使節、通事進行折衝，其中協助並參

與清琉日交流的土通事、冊封使節，或可說是維持清日和平安定往來的中介

者，惟此一論述尚須持續蒐羅相關交流事例進行更深入之分析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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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vaded by the Satsuma Domain in 1609, 
Ryukyu started to take a strict concealment policy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
sition. Stand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Japan, Ryukyu helped to transmit 
intelligence, commodities, antiquities, and technologies, among other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atsuma and the Shogunate at Edo, and even coordinated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Japan. Different from the transmis-
sion of intelligence and objects, cultural exchange heavily depends on social 
networks. Indeed, involvement of some Han Chinese interpreters and officials 
working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has been found in these activ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yukyu’s intermediary role, 
examines the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Japan that 
involv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and Ryukyu’s coordination, analyzes the roles of 
interpreters and official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xchange network between China, Ryukyu, Satsuma and Japan.

Key Words: early modern Ryukyu, intermediary exchange, Han Chinese 
interpreters, Qing investiture envoys, exchang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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